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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解读古典文学名著丛书》首批五种出版以后，备受读者欢迎。按
照预定计划，编委会继又编选成五种，即《名家解读唐诗》、《名家解读宋
词》、《名家解读元曲》、《名家解读聊斋志异》和《名家解读儒林外史》。
交稿之际，主编张宝坤同志问序于我，我自忖才疏学浅，不是作序的合适人
选，但盛情难却，因略抒感想，权置书前。
唐诗、宋词、元曲并称，始自元人，罗宗信为周德清《中原音韵》所作
序文中说：“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这里所说“大元乐
府”即指元曲。《中原音韵》写成于元泰定元年（1324）。从罗宗信序文看，
他所说“乐府”主要指散曲，但也包括剧曲。后人使用“元曲”一语时，实
际上又是散曲和杂剧的合称。
明清以来，把唐诗、宋词、元曲并称的说法已被普遍接受，清人焦循在
《易余龠录》中还把这种并称与“代有所胜”见解联系起来立论，也就是说，
他认为唐诗、宋词和元曲分别是唐、宋、元三个朝代的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业
绩。
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歌创作源远流长，唐代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一
个极其辉煌灿烂的时代，流传下来的唐诗近五万首，诗人有两千多家，其中
最杰出的代表作家就是被郭沫若誉为“双子星座”的李白和杜甫。
我曾在修改《唐诗选注》序文时说过：谈论唐诗，过去人们常常习惯地
推崇“盛唐正声”，这又同史学家所说的“盛唐气象”互为联系，尽管这个
命题比较复杂，但有一种现象是相当明显的，在安史之乱前，伴随着经济繁
荣、政治统一和国力强盛的局面，在唐诗中表现出一种“匡社稷”“济苍生”
的英雄抱负，表现出一种奋其智能，建功立业，许身报国的豪迈气概。这实
际上又是华夏民族的创业维艰、奋发有为的传统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安史之
乱后，这样一种英雄抱负又主要表现为要求国家统一、民族振兴的爱国思想。
如果说，李白的“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诗句是建功立业思想
的象征，杜甫的“国破山河在”、“济时敢爱死”等诗句就是代表着一种执
着的爱国精神。这类唐诗，曾经打动并激励过后世无数爱国者的心。
唐诗的内容又是千汇万状，无比地丰富，被后人称作边塞诗和田园山水
诗的作品固然有许多名作，此外如送别、闺情以及宫词等题材方面也多有佳
作。这就使得整个唐诗显得那样丰盛富赡，那样色彩缤纷。
唐代诗坛又是流派众多，名家辈出。“王（勃）、杨（炯）、卢（照邻）、
骆（宾王）”，“沈（■期）、宋（之问）”，“王（维）、孟（浩然）”，
“韦（应物）、柳（宗元）”，“高（适）、岑（参）”，“韩（愈）、孟
（郊）”，“元（稹）、白（居易）”，“温（庭筠）、李（商隐）”，“皮
（日休）、陆（龟蒙）”诸多并称，正是后人对唐诗流派纷呈的描绘和概括。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许多诗人都还有显著的独特艺术风格，李白和杜甫
固然是这样，其他一些重要诗人在艺术风格上也往往各有特色。譬如，后人
所说“王孟诗派”，主要着眼于王维和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而言，但这两位
诗人的相同题材的作品又各有不同的造诣。后人所说“高岑诗派”，主要着
眼于高适、岑参的边塞诗，但尽管高、岑都写边塞，却又风格各异。所以不



妨说，唐人写诗，竞相创新，一空依傍，这种写作实践又表现出唐代诗人有
着一种十分可贵的创造信心和魄力。
鲁迅有一句名言：“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鲁迅书信
集·致杨霁云》）在我国古典诗歌史上，唐诗作为“一代之胜”的伟大成就，
确实是难以超越的，甚至是难以企及的。还不妨这么说，在很大的程度上，
唐诗是我国古典诗歌伟大成就的主要标志。
宋词的繁荣是我国古典诗歌史上出现的又一个高峰。如果说，唐代完成
和创造了七言古诗、五七言近体诗（绝句和律诗）这样一些诗歌形式，前人
把这些形式叫做“齐言”诗，宋人则在作为“杂言”形式的词（长短句）的
完成和创造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俞平伯先生《唐宋词选·前言》中曾说：从诗的体裁看，文学史上原有
齐言和杂言的区别，但在中唐以前，无论诗与乐府，齐言一直占着优势。一
言以蔽之，由四言到五言到七言，是先秦至唐中国诗型变化的主要方向，杂
言也有发展，却不曾得到主要的位置。俞先生又说：“词的勃兴，即从最表
面的形式来看，也是一桩有意义的事情；因为形式和内容是互相影响着的。
词亦有齐言，却以杂言为主，故一名‘长短句’。它打破了历代诗与乐的传
统形式，从整齐的句法中解放出来，从此五、七言不能‘独霸了’。”
作为长短句形式的词体并非始于宋代，中唐以后已见流行，但它的繁荣
兴盛，汇成大泽却是在宋代。至今留存的宋词（不包括残篇）有 20000 余首，
有名姓可考的作者 1400 多人，可见宋代词业的大盛。
宋代词人也是名家辈出。北宋的著名作家有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
道、柳永、苏轼、贺铸、秦观和周邦彦等。论者尝认为晏殊和欧阳修的词作
基本上还是承建南唐词风，所谓南唐词风主要指冯延巳、李■和李煜的词。
但张先在艺术形式上创制了若干慢词，区别于在这以前普遍流行的小令。真
正开创两宋慢词局面的是柳永，他以新声慢曲取代了唐五代的原有小令，实
际上也就使词调的构成发生了重要变化。柳永的词作雅俗共赏，在当时影响
很大。
北宋词坛最大的革新者当数苏轼。他把诗家的“言志”和词人的“缘情”
结合起来，开辟了词的境界。如果说词到柳永，尚跳不出“艳科”范围，到
了苏轼，就打破了，也就使词的表现力有了很大开拓。可以说，从内容到风
格，苏词都有破旧拓新之功。
南北宋之交的著名词人是周邦彦和李清照。李清照历来被认为是上继南
唐李■、李煜词风的女词人。周邦彦创调很多，讲究词法，对南宋一些诗人
影响极大。
南宋的著名词人有辛弃疾、陆游、陈亮、刘过、刘克庄、姜夔和张炎等。
辛弃疾的词上承苏轼词风而又有开拓，他在词中抒写抗金的忠愤之情，把金
戈铁马引入词中。姜夔和张炎上继周邦彦，都擅长乐律，追求音节文采，他
们的词律、词法主张对清代词坛的流派发展起过很大作用。吴文英也是南宋
词坛的大家，他的词以追求内容上的雅深和表现上的细腻著称。
自明人张■把宋词区分为“婉约”和“豪放”两“体”，清人王士祯把
张■之说引申为“词派有二”后，从此宋词分为婉约、豪放两派之说，盛行
开来，约定俗成，至今仍然是流行说法。其实宋代著名词家的艺术风格都可
称是各树一帜。以豪放派的代表人物苏轼、辛弃疾而论，论者有“貌同心异”
之说，但实际上他们也不全是“貌”同，而是有同有异，同中有异。至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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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婉约派，更是万木千花。前人把“周（邦彦）秦（观）”并称，“贺（铸）
晏（几道）”并称，“姜（夔）张（炎）”并称，还把“秦（观）柳（永）”
并称，“周（邦彦）姜（夔）”并称，等等。但这些被并称的词人，实也是
同中有异，各极其妙。与唐诗一样，宋词作为一代文学的代表，在中国文学
史上有着独特的光辉业绩。
元代的散曲，实际上也是一种杂言诗体，其间又有套曲和小令之别。它
的形式同词一样都以长短句组合成体，但音乐曲调则不同。散曲中的有些曲
调虽同词调有继承关系，但也有不少曲调来自俗谣俚曲，即使是继承词调，
大抵又是“仍其调而易其声”，“止用其名而尽变其调”，也就是说，曲对
于词在音乐上又承继又变化，最终成为一种新声。这种新声在金代开始流行，
到了元代大盛。据不完全统计，现存元代散曲小令 3800 多首，套曲 470 余套。
元代散曲作品的风格和流派，按照研究家的看法，大致可分为豪放和清
丽两派，前者以马致远为首，包括张养浩、冯子振、贯云石和杨朝英等作家；
后者以张可久为首，包括白朴、卢挚、乔吉和徐再思等作家。豪放派超逸隽
爽，清丽派和婉雅丽。豪放派多用口语、本色语，少用典实；清丽派讲究蕴
藉，注重炼字炼句，并且喜用故实。二者的差异比较明显。但散曲的内容较
之宋词，更显狭窄，再加上其它一些弱点，它在文学史上的实际成就不如宋
词，与唐诗成就相比，更显得逊色。
元曲之所以能与唐诗、宋词相颉颃，这三者并称之所以长期被人认同，
其间主要因素是元曲中还包括有杂剧。杂剧是一种戏剧形式，但它的歌唱部
分也就是剧曲的格式、体制完全同于散曲，而杂剧作家中有很多人同时又是
散曲作家。
元杂剧虽然不是我国首先出现的戏剧，却是最早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并产
生了众多作家和大量剧本的戏剧样式。它的一些表演程式在很大程度上为我
国民族戏曲表演特点奠定了基础。
元代历时不长，不到百年。明人李开先曾说他藏有杂剧千余种，汤显祖
也说他收藏的元剧剧本上千种，可见元杂剧的创作盛况之一斑。自明代以来，
大量散佚，但今存作品约计也有 200 多种。由于鉴别元人和明人作品的不易，
现在对元杂剧作家、作品作统计，各家说法不同。大致为：今存姓名可考的
元代作家的作品 109 种，无名作品 31 种，元明之际无名氏作品 78 种。
元杂剧作家众多，异彩纷呈。其中最著名的当数关汉卿，人称“杂剧班
头”。元末明初人贾仲明曾把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和庾吉甫并列，说他们
“齐肩”，杨维桢则把“关、庾”并称。庾吉甫的作品今已无传。元人周德
清则以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和马致远并列同称，开创了“元曲四大家”之
说，一直流行，只是后人对这四大家的排列次序有所不同而已。事实上，王
实甫、纪君祥、高文秀和杨显之等也都名闻一时，他们的作品各有特色，形
成了繁荣的局面。王实甫编写的《西厢记》是一代名作，它使后世的不少戏
剧家为之倾倒。关汉卿的《窦娥冤》也是一代名作，近代学人王国维认为它
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剧“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赵
氏孤儿》是一本历史剧，当代学人研究元剧有“五大历史剧”之说，除了《赵
氏孤儿》外，还有关汉卿的《单刀会》、高文秀的《渑池会》、白朴的《梧
桐雨》和马致远的《汉宫秋》。其中《汉宫秋》和《梧桐雨》又常被人并称，
视为双葩竞艳。当代元剧研究者还有“四大爱情剧”之说，那是指《西厢记》、
《拜月亭》（关汉卿作）、《墙头马上》（白朴作）和《倩女离魂》（郑光



祖作）。
几乎为研究者一致公认，元杂剧的内容非常广阔，它真实地反映了五光
十色的社会生活，鲜明地展示出多种多样的作家的个性和精神世界，丰富地
提供了可贵的戏剧艺术经验，成为一代文学的骄傲。
上文说到清人焦循把唐诗、宋词、元曲并称这一现象，与“一代还其一
代之所胜”联系起来立论。当他说到可继这三者“以立一门户”的明人写作
业绩时，却说只有八股文才能充当其任。而在焦循以前，明末人卓人月在《古
今词统序》中说：“我明诗让唐，词让宋，曲让元，庶几吴歌、挂枝儿、罗
江怨、打枣竿、银绞丝之类，为我明一绝耳！”他们似乎都不把明代小说放
在眼里。事实上，我国的白话小说创作的大繁荣时期正是有明一代。就实际
的业绩和成就而言，明代的白话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确实比同时期的
诗文显得重要，也足以把它同“唐诗”、“宋词”和“元曲”并称。“五四”
以来，文学史家大抵认为明代是小说和戏曲的时代。这也是对明代文学成就
的一种基本估计。清代的白话小说继续繁荣，文言小说也兴旺发达，并都有
卓越成就，还出现了煌煌巨著《红楼梦》，这也是文学史所昭示的事实。在
明清小说中，《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被近
人尊为四大古典文学名著，还有被称为奇书之一的《金瓶梅》，在很大程度
上，这几部长篇确也代表着古典小说的最高水平。首批名著解读丛书就是围
绕着这五部小说编选的。但明清时代还有卓越的著名小说，蒲松龄的《聊斋
志异》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是这样的作品，所以这一批丛书中又补充
选录了这两部小说的解读著述。
《聊斋志异》是文言短篇小说集。惊人的是作者蒲松龄一个人写了五百
篇左右的作品，其中有不少都是在思想上、艺术上成熟的优秀之作，表明他
对小说史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继承了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和唐代传
奇小说的优良传统，把文言小说的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聊斋志异》的内容是丰富而深湛的，譬如对社会黑暗和腐败政治的刻
画和揭露，对科举制度的描写和批判，对青年男女在爱情、婚姻问题上的追
求和反抗，构成了这部小说集的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主题。而这些主题又大
都是借助于狐鬼或其他异类造成的“亦真亦幻”的艺术境界来完成的。
鬼的形象本属幻，狐作为一种动物本是真，但狐变成人却又属幻，就是
说，狐鬼的人格化世俗化都是幻。在《聊斋志异》以前的文言小说中，人格
化了的鬼狐和其他异类形象早有出现，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小说的演变，
这类形象在真与幻有机结合上也不断进化，但在真幻相彰达到更高的水平，
真幻结合臻于水乳交融的境界，如同鲁迅所说，真到可以使读者“忘为异类”，
“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那就是《聊斋志异》的成功的艺术世界。
《儒林外史》是一部富有特点的长篇讽刺小说，它以批判科举制度为中
心，对形形色色“儒林”人物欺世盗名的丑恶灵魂，作了深刻的暴露和抨击。
它是连缀许多故事而成的长篇，并无一中心人物，也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故
事，这种艺术结构自成一格。当然，《儒林外史》最突出的特色是讽刺。鲁
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
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
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这就是说，作者的讽刺手法是超过了以前任何作品的。
确实，《儒林外史》达到了中国古典文学的讽刺艺术的高峰。
无论是唐诗、宋词、元曲，还是明清以来的小说杰作，都是历史的产物，



在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已是历史陈迹，但它们又一直活在后世人们的心中，
它们还吸引着今天的人怀着无限的兴趣去研究，去评论。古人的各种文化创
造是文明的表现，今人对古文化的研究和评论也是文明的表现。古典文学名
著凝聚着古人的聪明智慧，今人的古典名著研究也昭示了今人的聪明智慧。
因此，我总认为，编选古典名著解读丛书的举动，看似向读者提供“工具”，
实是提供智慧，以期有助于读者更好地去理解古典名著的“心”。
当然，阅读古典名著，读者的主体作用是十分重要的。西方接受美学理
论是重视这种主体作用的。事实上，我国的老一辈学者也持有这种理论见解，
俞平伯先生就说过：“阅水成川，已非前水，读者此日之领会与作者当日之
兴会不必尽同，甚或差异”。又说：“读者宜先求本义而旁及其它。亦可自
己引申，即浮想联翩与作者的感想不同，固无碍其欣赏也”。俞先生还把读
者的联想，认定是作品之得以永远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文学史家的基本任
务是论定一个古代作品的历史价值，不免也就给人一种印象，某个作品或某
些作品之所以千古流传，纯是由它的历史价值（包括历史的美学价值）决定。
但按照俞先生的观点，作品之所以永久流传，这里面还有别种因素，他说：
“以彼此今昔联想不同，作品流传遂生生不已”。古人的作品已是历史陈迹，
它们“生生不已”的生命力，并不仅仅仗着它们的历史成就，还有后世读者
欣赏主体这个因素。但读者的主体作用又要受到作品的制约，即对作品历史
具体性的凭借。俞先生说的“本义”即指作品内容的历史具体性。西方接受
美学理论是轻视乃至排斥作品的历史具体性的，所以这种理论是跛脚理论，
也就是说，它的应用范围是有限的。至于由重视读者的主体作用而轻视借鉴
他人智慧，那也是片面的，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阅读古典名著时注意
借鉴他人的评论和解读文章，恰恰是有助于读者欣赏水平的提高，也就有助
于读者主体意识的发扬。正是本着这种认识，尽管我自感汗颜，还是乐意撰
写这篇序文。不当之处，还望大家不吝指正。

1998 年 12 月 6 日



名家解读古典文学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古典文学名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一经问世，即为广大人民所喜爱，
广泛流传，经久不衰，影响深远，可谓家喻户晓。
据估计，目前市场上流通的同名、同版本的古典文学名著不下几十种。
有如此众多的同版本的名著同时流通，首先是由于名著本身的魅力，可谓“挡
不住的诱惑”；其次，也是由于广大读者阅读品位和审美层次的提高。在被
称为“知识大爆炸”的信息时代，人们为了生存、竞争，每天必须面对各类
不同的出版物，影视媒体的加盟，更加分散了人们的读书时间和精力。人们
当然懂得如何最有效地利用自己获取有用知识和信息的时间：一是加快生活
节奏；二是有所选择。就读者来讲，首先选择经由数百年历史沉淀而凸现出
来的名著——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
文学名著的魅力，不仅吸引了一般普通读者，而且几乎吸引了所有的作
家、艺术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其他什么家。与普通读者不同的是，名著除
满足了名家们的阅读愿望外，也刺激了他们的写作欲望。他们以其独特的思
想、阅历、兴致、造诣、视角，或考证，或论辨，或研读、揣摸，写出了与
名著一样不朽的著述。
数百年来，关于文学名著的著述何止万千，尤其是“小说界革命”以来，
由于鲁迅、胡适、郑振铎、吴晗、俞平伯等大家的介入和关注，古典文学名
著的研究、解读更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以来，随
着许多新史料的发现，新思想、新方法的引进，以及新的人才的辈出，古典
文学名著的研究、解读更是百花齐放，异彩纷呈，蔚为大观。
《名家解读古典文学名著丛书》拟出十种，首批五种：《名家解读<三国
演义>》、《名家解读<水浒传>》、《名家解读<西游记>》、《名家解读<金
瓶梅>》、《名家解读<红楼梦>》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和学界的欢迎。在
他们的热心支持下，第二批五种很快与读者见面。与首批五种不同的是，第
二批中除增加了堪与第一批名家解读相媲美的《名家解读<聊斋志异>》、《名
家解读<儒林外史>》两部小说类名著解读外，还增加了《名家解读唐诗》、
《名家解读宋词》、《名家解读元曲》。相对于古典小说类著作，唐诗、宋
词、元曲称之为“名作”似乎更为恰当。我们之所以把它作为同一个系列出
版，除认为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在文学史上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外，
更重要的是这样有利于更好地满足古典文学爱好者的多样化需求。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张宝坤等诸位选家，把名著、
名作研读从学术殿堂引向广大普通读者所做的有价值的工作，特别是对于那
些通过阅读名著、名作而有志于增加一些真正的学问的读者来说，无疑是功
德无量的！我们也要感谢诸多名家，慨然允诺将他们的大作收入本书。必须
表示歉意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尚有部分入选作品的作者，我们还未能与他
们取得联系，祈请见谅。亦望作者本人能提供自己的地址，以便奉寄薄酬。
文学名著以其经久不衰的魅力而成为传世之作；名家解读名著、名作的
著述也同样会因名著、名作的光辉和自身的魅力而成为传世之作。——我们
深信！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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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解读《聊斋志异》



搜神怪以抒狐愤 志鬼狐聊寄情怀

刘世德

“鬼狐史”，“磊块愁”

——《聊斋志异》卮谈之一

（一）

三个世纪以前，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蒲松龄撰写了一部不朽的著作：《聊
斋志异》。这部用文言文写成而包含着许多优秀作品的书，在文学史上占有
重要的地位。清朝人倪鸿曾经对它下过这样的评价：“国朝小说家谈狐说鬼
之书，以淄川蒲留仙松龄《聊斋志异》为第一。”1其实，如果把我国封建社
会的短篇小说比喻作亘绵不绝的群山，那么，它显然也是一座屹立的高峰。
蒲松龄在短暂的一生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创作了五百篇左右的作品

②。这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字。以前的短篇小说作家还不曾创造过这样的纪录。
明代末年冯梦龙、凌濛初分别编著的《三言》《二拍》五部白话短篇小说集
所收的作品已不算少，加起来不过两百篇上下。蒲松龄一个人却给我们留下
了两倍于此的丰富的遗产。这一点已充分地说明了他对我国文学的发展所作
的贡献了。何况在这五百篇之中，有价值的作品至少也在一百篇以上。正是
这些思想内容深刻、艺术成就卓越、流传广泛的作品，奠定了蒲松龄作为一
个伟大作家的不朽地位。
《聊斋志异》里的作品，有的描写得委曲宛转，有的叙述简洁，数行即
尽。从风格上看，它们或近似于唐人传奇，或近似于魏晋志怪，而有的则可
以说是两者的结合，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用传奇法，而以志怪”①。其中，
不但有许多细腻的描写男女爱情的作品，而且还有一些像《老饕》等那样的
粗犷的描写侠客义士的作品。《胭脂》、《冤狱》、《于中丞》、《折狱》、
《诗谳》、《太原狱》、《新郑狱》七篇以公案为题材，也是别具一格的。
《偷桃》、《口技》、《木雕美人》、《蛙曲》、《鼠戏》记民间技艺，生
动、细致，都是脍炙人口的篇什。从体裁上看，《聊斋志异》大部分是短篇
小说，也有少数是简短的随笔、特写和寓言等等，不一而足。
多样的风格，多样的体裁，还有多样的内容。《聊斋志异》以纪述神仙
狐鬼精魅故事而闻名于世。然而，在一些比较著名的作品里，有时也没有神
仙狐鬼精魅出场，它们的主人公常是社会上的普通人。例如《阿宝》、《促
织》、《田七郎》、《侠女》、《瑞云》、《胭脂》、《向杲》、《崔猛》、
《细侯》、《王桂庵》等篇。和那些写神仙狐鬼精魅的杰出的作品一样，它
们也发射着艺术的光辉，激动过无数的读者。就是在写神仙狐鬼精魅的作品
里面，也是变化万千的。狐鬼幻化的人物写得最多。狐有娇娜、青凤、莲香、

                                                
1 ①《桐阴清话》卷一。
② 《聊斋志异》通行本只有 431篇。那主要是刻书人删削的结果。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佚文已有 71篇。参

阅已故的叶德均先生的论文《聊斋志异集外遗文考》，原载《文史杂志》第 6卷第 1期“俗文学专号”（1948

年 3月）。
① 《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



鸦头、辛十四娘、小梅、封三娘、胡四姐等；鬼有聂小倩、巧娘、宦娘、连
琐、小谢和秋容、公孙九娘、伍秋月、寇三娘、章阿端等。她们都是一些令
人难忘的艺术形象。而狐鬼二字几乎由此成为《聊斋志异》故事内容的代名
词了。除了狐鬼和神仙之外，还有不少生动活泼的作品是写虫鱼鸟兽和花精
木怪的。举出一些这方面的动人的人物形象也许是有意义的。这里有蜜蜂（绿
衣女、莲花公主）、蠹鱼（俞士忱和素秋兄妹），有白骥（白秋练）、鳖（洮
水八大王），有乌鸦（竹青）、鹦鹉（阿英），有老鼠（阿纤）、青蛙（十
娘）、老虎（苗生）、獐（花姑子），花木方面则有耐冬（绛雪）、牡丹（香
玉、葛巾和玉版）、菊（黄英和陶生姐弟）、红莲（荷花三娘子）等等。此
外，如《赵城虎》、《毛大福》、《义犬》、《象》、《鸿》，更是几篇直
接以动物为描写对象的作品。
不同的主人公演出着不同的故事。蒲松龄选择各种素材创作了几百篇小
说，却几乎没有一篇在细节描写上是重复的。我们不能不对他那非凡的艺术
天才表示赞叹。同样是描写爱情故事的作品，却又有千差万异的种种写法。
既写了青年男女的恋爱，也写了霍桓和青娥、蒋阿端和晚霞那样的少年人的
恋爱；既写了郎才女貌的婚姻，也写了马二混和蕙芳那样的配偶；既写了恋
爱的喜剧性的结局，也写了《葛巾》、《嘉平公子》等篇那样的带有悲剧色
彩的分离；既写了结合为夫妇的爱情，也写了《娇娜》、《乔女》、《宦娘》
等篇那样的两性之间表现为纯洁友谊的爱情⋯⋯。
总之，这一切都说明了《聊斋志异》内容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色：丰富
多采。
这些短篇小说充满了瑰丽的幻想，情节引人入胜，具有激动人心的魅力。
除了给予我们艺术享受和愉快之外，它们还使我们透过“搜神”“谈鬼”的
故事的外衣看到了内里所蕴含的有深刻意义的思想内容。蒲松龄曾慨叹地
说：“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
足悲矣！”①他把自己的创作比拟为韩非的发愤著书。由此可见，他写《聊斋
志异》的时候确实是寓有“寄托”的目的。什么样的“寄托”呢？根据我们
分析全书内容的结果，简单地说来，就是对当时现状的不满，对封建社会的
某些方面的不满。而体现了这样的创作动机的许多作品也恰恰是《聊斋志异》
的菁华的构成部分。
所以，《聊斋志异》的内容和意义实际上可以援引蒲松龄本人的两句诗
来作概括的说明：

新闻总入鬼狐史，斗酒难消磊块愁。②

对他来说，写鬼狐史只是一种借酒浇愁的手段而已。
他在“鬼狐史”内所寄托的“磊块愁”究竟表现在那些地方呢？下面，
我们将从几个方面来谈这个问题。

（二）

蒲松龄所寄托的“磊块愁”，在《聊斋志异》里面，首先表现在这样一
组作品上，它们尖锐地暴露了封建王朝的黑暗、窳败的政治，鞭挞了为虎作

                                                
① 《聊斋自志》，见《聊斋志异》。
② 《得家书感赋，即呈孔集、树百两道翁》，见《聊斋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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伥、鱼肉人民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它们的政治倾向性是非常鲜明的。蒲
松龄站在被压迫的人民群众的一边，同情他们的种种可怜而悲惨的境遇，替
他们提出控诉，发出呼吁，从而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促织》写的是在一个安分守己的普通老百姓的家庭里所发生的悲剧。
造成悲剧的直接原因是：皇帝喜欢斗蟋蟀，每年都向民间征索；地方官吏媚
上邀宠，为了使自己升官发财，不惜把人民逼迫到倾家荡产的地步。故事发
生的时代被安排在明宣宗宣德年间（公元 1426—1435 年）。这有着历史的根
据，并不是凭空虚构的。明朝人沈德符谈到过斗蟋蟀之戏：

我朝宣宗最娴此戏，曾密诏苏州知府况钟进千个。一时语云：“促织瞿瞿叫，宣德

皇帝要。”此语至今犹传。①

蒲松龄显然是在借用这桩历史事件来表达他对封建社会黑暗政治的不满。皇
帝喜欢斗蟋蟀，可能是个别的现象；但因斗蟋蟀而引起的自上而下的层层征
索和敲诈在经常地威胁着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却是当时普遍存在的事实。
因此，成名一家三口的悲剧是有典型意义的。成名最后所以能够挽救自己不
幸的命运，是因为把他的幼儿的灵魂所变化的一头勇狠善斗的小蟋蟀献进了
皇宫。这个情节怵目惊心地反映了封建社会里的可怕的生活真实，深刻地表
现了人民群众所遭受的来自统治阶级的从肉体到精神的迫害已经到达这样的
程度：走投无路，再也无法正常地生活下去，不得不化为虫豸，去充当统治
者娱乐消遣的玩物。
蒲松龄无所忌惮地使自己的笔锋触动了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
帝，同时也触动了属于统治集团上层人物的藩王、亲王等，在读者面前指斥
他们直接或间接对人民所犯下的各种罪行。像《聂政》，抨击了“怀庆潞王”
抢夺民女的荒淫行为。《王成》则通过王成贩鹑、赌鹑，“大亲王”斗鹑、
买鹑的情节暴露了封建贵族所过的奢侈腐化的生活。这些描写无疑具有相当
大胆的批判性。蒲松龄对封建社会的不满在这些地方得到了最充分、最突出
的表现。因此，人们一直把《促织》——这类作品中的冠冕，看作是全书的
代表作之一。
和《促织》同样著名的作品是《席方平》。在《席方平》里，蒲松龄运
用艺术的手腕，剖析了封建社会的官僚机构的丑恶本质。在阴曹地府，上自
冥王、郡司、城隍，下至狱吏，无不见钱眼开，朋比为奸，随心所欲地蹂躏
着善良无辜的老百姓。在那个世界里，没有正义，也没有公道；金钱主宰着
一切。灌口二郎的判词形容得好：“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铜
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其实，这又何尝不是阳世人间的写照？
另一篇著名的作品《续黄粱》显然是受了唐代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
记》的影响。它的故事轮廓没有超越原来的范围：一个人在梦境里经历了宦
海浮沉的荣悴悲欢的生活，醒来却不过是一刹那的功夫。但是，它却通过曾
孝廉这个人物的种种遭遇，给旧有的题材注入了新的血液。它扫荡了弥漫在
《枕中记》内的消极出世的气氛，以较多的篇幅描写了曾孝廉得官以后擢用
私人，党同伐异，奢侈荒淫，残民以逞的种种罪行。曾孝廉的形象的意义在
于，他的身上集中地表现了世上的贪官污吏所具有的品质和行为。而曾孝廉
在阴间受刑，鬼使镕化他霸产所得的金钱，灌入他的口内，“流颐则皮肤臭
裂，入喉则脏腑腾沸；生时患此物之少，是时患此物之多也。”这段犀利隽

                                                
① 《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四“技艺”类“斗物”条。



永的描写，向贪官污吏发出了有力的一击。
此外，蒲松龄还在其他许多作品里塑造了贪官污吏的群像，暴露了他们
的丑恶可憎的面目。
《成仙》里的成生在受尽了官僚地主的凌辱以后愤慨地说：“强梁世界，
原无皂白；况今日官宰半强寇，有不操矛弧者耶！”把官吏看成和盗贼一样，
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一种大胆的进步的观点的反映。《梅女》里的某典史受
钱三百，诬赖梅女和强盗通奸，逼死人命。18 年后，一个老妪当面怒形于色
地斥责他：“汝本江浙一无赖贼，买得条乌角带，鼻骨倒竖矣。汝居官有何
黑白？袖有三百钱，便而翁也！”《潍水狐》用一头“倘执束刍而诱之，则
帖耳戢首，喜受羁勒”的驴的形象来比拟贪官污吏。潍令求见狐翁，尝到了
闭门羹。原因何在呢？狐翁解释说：“彼前身为驴。今虽俨然民上，乃饮■
亦醉者也。仆固异类，羞与为伍。”蒲松龄笔酣墨饱地表现出贪官污吏的声
名狼籍已经到了异类羞与为伍的地步。这样的刻画是人木三分的。《续黄粱》
里的包学士所上的奏疏，言词慷慨激昂，是一篇义正辞严、大快人心的讨伐
贪官污吏的檄文。在这些地方，蒲松龄通过故事情节本身的逻辑发展，借作
品中的人物倾吐了当时社会上的受迫害的人民群众久藏在胸中的愤恨。在更
多的时候，他克制不住地用自己的作者身份向贪官污吏发射出炮弹一般的语
言。《王大》说：“余尝谓：昔之官谄，今之官谬。谄者固可诛，谬者亦可
恨！”《梦狼》说：“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即官不为虎，而
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伍秋月》说：“余欲上言定律：凡杀公
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字里行间，充满了剑拔弩
张、怒发冲冠式的感情。
封建社会里的人民群众所受的直接迫害的来源，除了贪官污吏以外，就
要数土豪劣绅了。土豪劣绅骑在人民群众的脖子上，倚仗着金钱和权势，把
持官府，武断乡曲，干着残害人民的勾当。蒲松龄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在农
村中度过的，他对于类似这样的事情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时候，他也
会挺身而出，用实际行动，替受迫害的老百姓撑一下腰。他认识的一个大地
主孙蕙在外作官，族人和仆人们在淄川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蒲松龄就毅然
写信给孙蕙，指出事实，并说：“凡此数者，皆弟之所目击而心热，非实有
其事不敢言，非实有其人不敢道也。弟之言无可凭信，即先生问之他人亦必
以余言为诬，但祈先生微行里井而访之焉。倘有一人闻孙宅之名而不咋舌咬
指者，弟即任狂妄之罪而不敢辞。”①他又根据自己的认识，在《聊斋志异》
的许多作品里鞭挞了土豪劣绅所犯下的令人发指的血腥罪行。
《石清虚》写邢云飞有一块玲珑石，曾被某势豪强行夺去，失而复得。
后又有某尚书觊觎它，阴以旁事中伤，邢云飞被收入狱，妻子和儿子献出玲
珑石，他才被释放。《红玉》写退职的宋御史抢走了冯相如的妻子，打死了
他的父亲。《窦氏》写地主南三复欺骗农家女窦氏，始乱终弃。窦女起先对
南三复还抱有幻想。她怀孕生了一个男孩。父亲搒打她；南三复不承认他们
之间的关系；男孩也被父亲扔弃。这时，她勇敢地抱起了弃儿，奔到南家，
对门人说：“但得主人一言，我可不死。彼即不念我，宁不念儿耶？”但是，
满腔哀怨的窦女无法使那玩弄女性的恶棍回心转意。他拒不见她。她只能依
户悲啼，抱儿坐僵而死。在这些作品里，蒲松龄揭露了剥削阶级明抢暗夺，

                                                
① 《上孙给谏书》，见《聊斋文集》。



作恶多端，无所不用其极的卑鄙无耻的咀脸，同时又借助于凄凉的氛围的衬
托，用无限的同情心描写了贫弱无依的善良人民受迫害时的惨绝人寰的情
景。他形象地告诉读者：这就是黑暗社会的血淋淋的现实。
人民生活在那样的社会里，很难有力量使自己摆脱不幸的命运。蒲松龄
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积极地表达了人民群众在现实生
活中所产生的复仇愿望。《博兴女》写某势豪强抢民女，逼淫不从，就把她
缢死，以石系足，沉于深渊。然而，再重的石头也压不息人民心头的反抗的
火种。受害的女子终于变成一条龙，在雨天的霹雳大作的时刻，攫取了仇人
的脑袋。《向杲》写向杲的庶兄被恶霸庄公子打死，他去打官司，对方广行
贿赂，理不得申，又想去行刺，对方戒备严密，无隙可乘。结果，有个道士
授给他一件布袍，穿在身上，人就变成老虎。这样，他才在山岭下咬死了仇
人。可以说，没有那么众多的被侮辱、被损害的人在当时强大的封建势力统
治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并且怀有极其强烈的复仇
的愿望，就很少有可能使蒲松龄虚构出博兴女化龙、向杲化虎的情节。所以，
蒲松龄在《向杲》篇末呼喊说：

然天下事之指人发者多矣，使怨者常为人，恨不令暂作虎！

在这阵愤怒的声音里面，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出他对当时现状的不满，对
封建社会的不满。

（三）

和封建社会里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蒲松龄从幼年时期起就走上了那
个时代所规定的读书人所不得不走的道路。他怀着“十载寒窗无人问，一举
成名天下知”的幻想，陶醉在科举登第的美梦里。但是，一个正直的读书人，
生活在那样的社会里，他的真才实学无法受到统治集团的赏识，纵然考中，
也根本无法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事业上施展出来。蒲松龄不可避免地在现实
生活中遭到了一次接连一次的挫折。“年年文战垂翅归”①的诗句十分形象地
描绘了他当时的狼狈相。由于现实生活的教育，他逐渐冷静地清醒过来了。
于是，一种怀才不遇、受到排挤和压抑的悲痛以及对“仕途黑暗，公道不彰”
②的愤怒的感情，不禁在他心底炽热和沸腾了起来。他根据亲身的体会，写下
了众多有名的作品。通过这些作品，他抨击了封建统治阶级给读书人设下的
罗网——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他从各个不同方面对它的弊端和罪恶作了
广泛而深刻的揭露。这就是他在《聊斋志异》里表现出来的“磊块愁”的另
一个内容。
科举制度本身所固有的腐朽性决定了它所要求的只是头脑麻木的书呆子
——鹦鹉学舌的驯服工具。在蒲松龄看来，举行考试，不过是照例的形式而
已。文章的好坏是由试官随意决定的。他们是科举制度的具体执行人，掌握
着衡文取士的大权。在他们身上，集中地体现了科举制度的腐朽性。试官们
是些什么样的人呢？正像《于去恶》里的于去恶对陶圣俞所介绍的，“略举
一二人，大概可知：乐正师旷、司库和峤是也”。让瞎子和有钱癖的守财奴
之类的人来充当试官，还会选拔出什么样的人材呢？所以，蒲松龄在抨击科

                                                
① 《喜笏、筠入泮》，见《聊斋诗集》。
② 《与韩樾老定州书》，见《聊斋文集》。



举制度的时候，首先就把矛头指向他们。
和峤型的试官纳财受贿，贪赃枉法，遵奉着金钱至上的信条。在他们评
定试卷次第的时候，学问只不过被看作是一种附属的点缀品。《僧术》里的
黄生只中副贡的故事揭破了科举取士的秘密：金钱的多寡决定着试生的名次
高低的命运。
师旷型的试官是些不学无术的人。他们唯一的本领就是《三生》所说的
“黜佳士而进凡庸”。《司文郎》描写了一个瞎和尚能以鼻代目，嗅别八股
文的优劣。可是，他所作出的判断和发榜的结果正好相反：优者下第，劣者
却高中了。他叹气说：“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在
这里，蒲松龄对于那些有眼无珠的试官发出了轻蔑的嘲笑。
而在《三生》里，蒲松龄所流露出来的感情却到达了愤怒的顶端。它写
千万个因为考不取而愤懑死去的士子们在阎罗面前告状诉冤。阎罗判决对令
尹、主司施笞刑。士子们嫌太轻，哗然不满，坚持要抉睛剖心。阎罗不得已
而答应了他们的请求，方才人心大快。读过这些作品，我们不难觉察到，蒲
松龄站在不幸的士子们一边，对试官表现了多么深沉的仇恨。《何仙》和《于
去恶》也是属于这样的作品。
《贾奉雉》同样也含有辛辣的讽刺。贾奉雉“才名冠一时”，屡试不售。
他“戏于落卷中集其■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勉强记在心里，
再去应试，竟中经魁。这是一个看来非常可笑的故事。但是，它告诉我们：
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在那“聋僮署篆，文运所以颠倒”①的时代，其实倒是一
种合理的存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的结果就是学问渊博的读书人的终身潦倒。《叶
生》里的叶生“所如不偶，困于名场”，最后得出了结论说：“半生沦落，
非战之罪也！”对于这样的读书人，蒲松龄从自己的遭遇出发，显然是怀着
极大的同情加以描写的。
鲁迅曾说过：“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
强敌的死命”②。作为一个过来人，蒲松龄对于科举制度的虚伪性、腐朽性有
深刻的体会，所以揭露起来十分有力。

（四）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所寄托的“磊块愁”，不仅表现为他对封建统
治集团、科举制度的某些不满，而且也表现为他对当时的人情世态、社会现
象以及某些道德伦常观念的不满。
蒲松龄有怀才不遇的苦闷；他的性格又正直耿介，不愿趋炎附势，随波
逐流。因此，他对自己所处的生活环境产生了比较清醒的估计和了解。他注
视着生活的不同的角落，注视着社会上形形色色人物的活动。结果，他发现
了许多不堪入目的现象。他有一首诗表达了他的这种感受①：

生无逢世才，一拙心所安。我自有故步，无须羡邯郸。世好新奇矜聚鹬，我惟古钝

仍峨冠。古道不应遂泯没，自有知己与我同咸酸。何况世态原无定，安能�仰随人为悲欢！

                                                
① 《司文郎》。
② 《写在“坟”后面》，见《鲁迅全集》第 1卷，第 364页。
① 《拙叟行》，见《聊斋诗集》。



君不见，衣服妍媸随时眼，我欲学长世已短。

他把丑恶的社会现象同自己高洁的理想和志趣对立起来，并且运用批判的
笔，把它们写进了《聊斋志异》。
他在这些作品里，采用了广泛的题材，描写了不同类型的人物。我们读
了之后，无异于看到了一幅封建社会的百丑图。
这些作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抨击了社会上的黑暗面和虚伪、腐朽的事
物，鞭挞了社会上的渣滓、败类。写得比较好的，例如《金世成》和《金和
尚》，刻画了两个寄生虫的形象，一个是愚弄落后群众，敛集金钱捷于酷吏
的头陀，另一个是儿孙众多的炙手可热、气焰熏天的和尚。最传颂人口的不
能不推《劳山道士》。它讽刺了地主阶级子弟的贪逸取巧。全篇描写有层次，
有转折。故事情节是逐步展开的。开始时，王生拜道士为师，道士指出他有
娇惰不能作苦的缺点，他却愿意留在观中，因为他还没有接触实际，所以还
有一点信心。月余以后，不堪受苦，阴有归志，但见到道士的法术，又生忻
慕之心，归念遂息。又过一月，苦不可忍，在辞归时请道士授法，试术三次
才成。结果，回家试术失败。王生经历的四个阶段，写得清晰分明。随着每
个阶段的转移。王生的思想也在变化着。一环紧扣一环，合情而又合理。直
到王生碰壁，额上坟起的时候，对于他的那种不劳而获的思想所应获得的结
局，我们不禁发出了会心的微笑。
对于当时的读书人的种种庸俗而丑恶的面貌和卑劣而无耻的行径，蒲松
龄也作了不留情的笔伐。《仙人岛》里的王勉，目空一切，却又文才鄙陋，
受尽了一个少女的嘲讪和藐视。《狐联》讽刺了读书人的迂腐。《嘉平公子》
则通过温姬错爱嘉平公子的故事，讽刺了读书人的不通文墨。而在《苗生》
里，三四个缺乏自知之明的读书人得意地朗读着自己的文章，互相阿谀称颂。
苗生厉声大叫：“此等文只宜向床头对婆子读耳，广众中刺刺者，可厌也！”
当他们不听劝阻的时候，苗生就大吼一声，变作老虎，扑杀了他们。这里已
经不是冷静的批判，而是愤世嫉俗的感情的爆发了。
在这类作品中，还有一些是以批判某些男性在恋爱、婚姻问题上表现出
来的恶劣品质为题材的。它们塑造了一系列的丑恶的形象，其中有《毛狐》
里的马天荣，他贪金而得锡，贪国色而得大足驼背的女人；有《丑狐》里的
穆生，他因狐女赂遗渐少而背德负心；有《武孝廉》里的石某，他趁着恩人
酒醉，想杀死她；有《云翠仙》里的梁有才，他为了贪图金钱，装腔作势地
要鬻妻为娼。梁有才，这是一个和话本《杜十娘怒沉百宝箱》里的李甲相似
的人物，但写来极有个性。
我们可以说，蒲松龄通过这些作品里面关于群丑的描写，在客观上抨击
了他们所赖以存在的封建社会。

（五）

毛主席说过：“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①。《聊斋志异》正是这样
的情形。
我们已经说过，蒲松龄对当时的现状不满，对封建社会的某些方面不满。
一方面，他把他感到不满的丑恶现实给予尖锐的揭露，无情的鞭挞。另一方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 3卷，第 893页。



面，冷酷的人生并没有使他绝望，也没有使他因此产生消沉颓废的情绪。他
用一种执着的态度，坚持着自己所追求的理想，注视着那些在人民群众生活
中涌现出来的美好事物，加以热情的歌颂，把它们作为封建社会所固有的丑
恶现象的对立面，再现在读者的面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作实际上也是
表现了蒲松龄对封建社会的批判。
在这一方面，《聊斋志异》最突出的内容就是对真挚不渝的爱情的歌颂。
属于这类题材的作品为数不少。它们动人地描写了痴心的恋爱的故事，塑造
了种种可爱的青年男女的性格。它们反映了封建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反映了
当时社会上的广大青年男女在重重的压抑和摧残下所产生的冲破樊笼、打碎
桎梏的愿望和行动。
《阿宝》塑造了一个情种的形象：孙子楚。他生有六个手指。当他向富
翁的女儿阿宝求婚的时候，阿宝不过是开玩笑地说了一句：“渠去其枝指，
余当归之。”他不顾疼痛，用斧砍去枝指。不久，他在清明节出游，路遇意
中人，不觉痴立，魂随阿宝而去，同居三天，才被女巫招回。后来，他们无
缘再见一面。孙子楚瞧着一只刚刚死去的鹦鹉，心里想：“倘得身为鹦鹉，
振翼可达女室。”还没有想完，他就真的变作鹦鹉飞去了。这篇驰骋着美丽
幻想的作品歌颂了和封建礼教势不相容的真挚的爱情。男主角孙子楚是个有
真性情的人，可是当时有人把他看作呆子，时加嘲笑，称为“孙痴”。这不
正是可以看出蒲松龄在有意识地把他的性格和行动从封建社会的一般庸夫俗
子中间区别出来吗？
《连城》里的乔生、《香玉》里的黄生同样也是感情真挚的男子。乔生
为了医疗意中人的瘵病，不惜到膺割肉。黄生以白牡丹幻化的香玉为“爱妻”，
以耐冬花幻化的绛雪为“良友”，为了朝夕相从，殉情而死，死后也变成一
株花，茁生在她们的近侧。
如同我国的文学传统所表现的那样，在描写爱情的作品中，蒲松龄更大
的贡献也还是在一系列可爱的女性性格的塑造上。我们可以指出一些带有光
彩的名字：含笑捻花、憨态可掬的婴宁，“弱态生娇，秋波流慧”的青凤，
爽朗豪迈的莲香和羞涩怯弱的李女，受妖物威胁去迷人而又心地善良的聂小
倩，处处不脱冤苦之色的公孙九娘，自叹命薄的巧娘，低首哀吟以寄幽恨的
连琐，温柔而勤俭洒脱的辛十四娘，有“寄慧于憨，寄情于恝”的花姑子，
用镜中人影来督促爱人读书上进的凤仙，时而恶作剧、时而一本正经学写字、
但又彼此怀有稚意的妒嫉、常常耍小心眼的秋容和小谢⋯⋯。她们都是美丽、
聪明、多情的女性形象，大多对封建礼教的教条抱着蔑视的态度，甚至把它
践踏在脚底，积极地为自己争取美满幸福的爱情生活。
婴宁更是刻画得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一个女性的形象。和其他一些女
性比较起来，除了美丽、聪明、多情等共同点之外，她还天真乐观，而且带
有一点娇惰，但是那经常不停的憨笑，却成为她的性格牲征的主要表现之一。
关于这一点的描写，从她一出场就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如闻其声，如
见其人。封建社会对一般妇女的要求是矜持、娴静。婴宁形象的出现正好是
多少挣脱了这些强加的枷锁的反映。蒲松龄在篇末亲腻地称之为“我婴宁”，
表现了他对这个人物形象的热爱。他选择了这样的形象来作为女主角，显然
是有其用意的。
蒲松龄笔下的这些女性形象，在处理自己的恋爱、婚姻问题的时候，行
动上处处表现了出自内心而不加掩饰的主动性。外界的任何压力改变不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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